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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论鲁迅笔下的阿Q

【摘要】阿Q是一个自尊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欺善怕恶的旧时代中国农民，他的人生令人同情，可他却又常常用精神胜利法麻醉自己，直至被送上断头台仍然无法清醒地看清这个时代的真面目，他这样活在自己创造的自我安慰的世界里，不思进取又让人愤怒。

【关键词】精神胜利法  革命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阿Q正传》是鲁迅著名的中篇小说，作品中的阿Q已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对我国现代人民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鲁迅写阿Q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灵魂来”，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通过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对落后群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态度强烈地体现在对阿Q形象的创造上。我们可以通过阿Q来了解中国人民过去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役的历史。无论就反映时代的深广程度上说，还是就实际生活的影响上说，阿Q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典型.

一、阿Q的人物分析

阿Q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提起阿Q，人们自然会想到与之密不可分的“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我们应把它看成一个人在认识客观现实时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就是说，一个人在面对客观现实的矛盾时，只从主观的头脑的感受出发寻找解决办法，用主观和精神上的解决作为实际的解决，因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简单来说， 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阿Q是个盲目自尊自大的人。阿Q是个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进了学，阿Q也不表示推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来比你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甚至瞧不起城里人。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头疮疤时，他以此为荣，还说：“你还不配……”
2、阿Q是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阿Q在未庄被闲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而且他还自以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胜利了。 
3、阿Q常常自欺欺人。阿Q在与人打架吃亏时，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好像被打的是“另一个”，他在精神上又一次转败为胜。 
4、阿Q是个欺善怕恶的人。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须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对抵抗力稍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 
    阿Q的如此种种的取胜法宝，如同麻醉剂，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也不觉悟。
作品在突出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二、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形成原因

阿Q的精神胜利法根源于他深重的奴隶意识：长期的封建压迫使他的主体意识迷失在封建思想伦理关系中，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只在毫无个体性可言的“群”的氛围中体现自己的内在本质。阿Q的精神胜利法仍然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反映，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异族统治、战争动荡、思想的极端束缚是其产生的土壤，他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周作人先生在读过《阿Q正传》后说：“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象神话里的‘众赐’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的‘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取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根源。”
当时的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当中应运而生的各民族失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自大狂结合的腐朽意识，对阿Q这个阶层有着很大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加深了他们消极的一面，是他们在重重的屈辱面前。逐渐失掉正视现实的勇气，甚至企图用荒唐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屈辱，麻木自己的灵魂，沉迷于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之中，而不再力求对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阿Q使出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往往也就是遭到了无端的屈辱，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阿Q被未庄的闲汉打败了，被他们揪住黄辫子往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这当然是他不甘心忍受的，但有无法反抗，怅惘地站了一刻，只好这样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样一想就好像保存了面子，也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又如被赵太爷打嘴巴，赌钱被抢去洋钱，阿Q都是利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屈辱，消除内心的痛苦，使自己忘掉残酷的现实。这就形成了他生活上的极端的矛盾现象：在生活中是失败者，而精神上却以为是胜利者。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因此，作为一个受压迫、生活最痛苦的农村无产者来说，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可悲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不是不可理解的。

三、阿Q的革命历程

鲁迅没有把阿Q的性格写成一成不变。阿Q的“改变”是从他向往革命开始。阿Q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变长期屈辱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阿Q这种芜杂而落后的思想，注定了他“投降革命党”的失败。  但阿Q投身革命的历程却从客观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使阿Q误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处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倾向革命，说来似乎并不光彩的“偷儿”行径，其实就是阿Q的初步造反行动!当阿Q发现革命使举人老爷恐惧万分，未庄一群鸟男女惊慌失措时，便深感“快意”，于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的革命是投机“革命”：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变化，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阵风一扫而过，并没有到达未庄，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的风潮。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未庄的政权仍在这些从前的压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党，结果误投假洋鬼子门下不成，被“哭丧棒”赶出门。他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同时写赵家遭抢，这就预示着阿Q的悲剧命运就要到来。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章里，还提到城里依然如故，掌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举人还在追究陈年老租，依然游街示众，依然看客如云，只是审问的跪改为站，处决的砍头改为枪毙。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 
  可见，阿Q参加革命的全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同农民的关系：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这样的农民虽有自发革命的要求，在革命党深入农村之前，也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理解革命，而只能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而不自觉。正是由于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阿Q不能从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总是以幻想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来掩盖屈辱和失败。结果革命果实被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地主阶级所窃取，真正欢迎革命的阿Q不可避免地遭到悲惨的结局。 
鲁迅对阿Q的悲剧命运流露出深切的同情，这就是所谓“哀其不幸”。然而鲁迅并不赞同他的精神胜利法，恰恰相反，他始终批判这落后的东西。因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对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实际斗争，只沉迷于精神上的胜利，被压迫的人民是永远不能得救的，从鲁迅的一贯态度看，他是希望被压迫者起来斗争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争？”而且认为“革命最快的还是还是火与剑”
。可是他们缺乏的是觉悟和斗争，所有鲁迅是非常失望和不满的，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

总之。鲁迅就是这样刻画出阿Q这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决无、被压迫的农民形象。他要“呐喊”，他要以觉醒的先驱的声音，唤醒中国人的生存意识，唤醒“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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